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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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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

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

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

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

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

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

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

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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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德道德哲学中，不道德行为的归责问题

是随着康德对自由的现实性（客观实在性）问题

的讨论而逐渐显露出来的一个伦理难题。众所

周知，康德在道德法则与自由之间规定了一种循

环论证关系：一方面，有理性者的自由为道德法

则奠基，另一方面，有理性者服从道德法则是因

为他们是自由的。这个循环论证很好地解决了

先验的实践哲学中自由的逻辑可能性问题。但

是，当对自由的追问从逻辑的可能性上溯至自由

的现实可能性的时候，这个循环论证就自然而然

地将先验的实践哲学关于自由可能性的论证逼

向了一个死角，即，为了证成行动者必然会将自

主地遵循道德法则当作行动的理由，先验的实践

哲学就必须把行动者解释为理性存在者。如此

一来，这个循环论证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的自由意味着我们不是仅仅应该而是

确实按照道德法则行为的，那么对我们的不道德

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在作出不道德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根本不是自由的———因此就不能对那些

不道德的行为负责。”［１］如此一来，不道德行为的

责任问题直接对康德的自由理论以及建构在自

由理论基础上的道德哲学形成一种解构威胁，是

一个必须认真对待且需要批判地加以解决的哲

学难题。

本论文以康德道德归责论为论析对象，通过

分析讨论道德归责难题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发

见、康德对归责难题解决思路的思考以及康德提

出的解决方案对其自由学说的影响等问题，“补

苴罅漏，张惶幽眇”，为康德道德哲学的研究别创

新局。

一、归责难题的发见

　　在早期道德哲学著作中，康德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道德哲学中会出现道德归责难题。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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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主要关注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重点

是解决自由的可能性，以便为道德法则奠基。此

时康德的工作主要是在道德形而上学层面进行。

证成自由的逻辑可能性对于成功建构他的规范

伦理学更为迫切，且至为关键。这项工作始自

《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问题

的批判分析，确认了自由存在的疆域，厘清了自

由概念的内涵，从而为实践哲学讨论自由如何可

能，进而讨论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奠基了

基础。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依据先验观念论

的要求，在现象和物自体之间作出区分，并根据

这种区分敞开自由因果的可能性。按照康德的

阐释，从自由的宇宙论意义展开理解，当我们将

自由理解为一种能够“自发地开始一系列连续事

物或状态的能力”时，就能够从理性中自然而然

地引申出一个为理性自身而设立的自发性理念。

这个自发性的理念指涉行动中的自由因果性，它

意味着自由的理性行动能够自发地开启自身，不

再依照自然因果性的法则由时间上在先的其他

原因决定自身。用康德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一种

“完全自行地开始一个时间中的序列的能力。所

以我们现在也被容许在世界的进程中间让种种

不同的序列在因果性上自行开始，并赋予这些序

列的实体以从自由出发行动的能力”［２］。由此可

见，自由只有在先验观念论的意义上才有其可

能。因为，自由的因果性不可能在事实上从属于

一个感性的时空序列。自由作为一种无条件者、

一种自主产生一事件的能力，既没有相应对象可

被给予感性经验，也未曾在相应的具体现实中被

给予。自由作为一个必然的概念，它使得自由的

因果性逻辑地从属于有理性的人类之意志，因而

是因为人的理性而被先验建构起来的。自由从

来不能是一个经验的概念，先验的自由只有成为

服从理性法则（而非自然法则）的实践理性才能

够成就真正的意志自律，从而转变成为自由的行

动。《纯粹理性批判》阐明了自由在何种意义以

及何种范围内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纯粹理性

批判》提供了一个证明，它证成了人类拥有形成

一个关于自由的不矛盾的概念的可能性。尽管

我们不能对自由概念所蕴含的因果关系形成任

何先天知识，尽管意志自由的存在不可能从经验

上得到任何有事实显示的证明，但是至少我们已

经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自由的因果性和自然的

因果性可以并行不悖。这可以看作是第一批判

之于康德自由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这个贡献

不仅打开了通向自由可能性的大门，也同时指出

证成自由可能性的路径。自由如何可能是一个

只能从实践根据上加以证明的问题。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

是康德为自由的可能性提供实践根据的两部重

要著作，尽管两部著作对于自由所以可能的论证

有着视角上的差异①，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两

部著作都把意志自由的存在与道德法则结合在

一起，在有理性的人对道德法则的尊重中找到行

动的理由，并以此证明自由因为道德而存在，自

由就是自律即自我立法、自我守法。所以，康德

给出的结论是，“一个自由意志和一个服从道德

法则的意志是一回事”［３］。这种从自由与道德法

则同构关系中推出自由的做法，就是康德证成自

由之可能性的先验推证方法。

先验推证首先否定了关于自由可能性的思

辨论证，因为，尽管我们知道只有将一个存在者

设想为理性的且其行动是受制于自由理念的，一

个存在者的行动才能够摆脱感性世界的因果制

约，成为一种道德行动。“但我们却无法证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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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保罗·盖耶尔（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曾经对这个问题作出过深入论述，他指出：“康德建立一个道德法则的有效性的目标始
终和意志自由问题的兴趣纠缠在一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他认为带有自由意志的存在将必然
地和道德法则结合在一起（那一‘交互性主题’），但是他对于这个主题的思想却是变化的：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他
试图为我们的自由的实在性给出一个理论上的证明，由此他得出道德法则对于我们具有约束力量，而在第二批判中他认为
我们只是将道德法则的约束性义务看作是一个‘理性的事实’，因此放弃了任何企图证明道德法则的有效性的努力，而是认
为我们能够通过‘应当意味着能够’这一原则的方式从这个意识中推出我们的自由的实在性。”（参见保罗·盖耶尔：《康
德》，第２５０页）



由在我们自己里面和在人性里面是某种现实的

东西。”［３］（４５６／４：４４８）这意味着，不仅要限制自由的思

辨使用，而且要否定从思辨理性出发认知（确证）

自由的任何可能性。自由在思辨理性那里既无

法经验地显示出自己的必然性，更不能先天地证

成自己的客观实在性。自由只能在实践领域中

证成自己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有在有理性的

人的道德行动中，自由才能证明自己是属于一切

有理性者的意志的属性。康德指出：“我们必须

也把自由的理念赋予每一个具有意志的理性存

在者，它仅仅按照这个理念去行动。因为在这样

一个存在者里面，我们设想一种理性，而这种理

性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它就自己的客体而言具

有因果性。”［３］（４５６／４：４４８）

实践地证成意志自由，核心问题就是证明自

由作为意志之属性事实上属于有理性的人。换

句话说，“我们是要证明实践理性能独立不依于

经验而自身即足够去决定意志”［４］。我们知道，

作为一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康德与英国情感主

义哲学家不同，他把“同情”“仁爱”“怜悯”等日常

生活中的美德观念从行动的理由中排除出去，而

仅仅把纯粹的意志对理性的道德法则的遵行当

作行动的唯一理由。康德将这种在意志与道德

法则之间遵行理性而进行抉断的行为称为自由

行动。单就这种抉断行动是一种摆脱了自然必

然性的理性行动者的自发行动而言，康德将其纳

入意志的消极自由范畴，它不过表明了一个行为

者可以免于自然因果性的束缚，出于自身的理由

而自主地采取行动。本质上“它是属于有生命的

理性者的意志的一种能够独立不依于外来的决

定原因而起作用的因果性”［４］（６４）。按照康德对于

行动道德性的严格主义规范，出自消极自由的行

动可以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动，但并不必然是一

种道德行动，甚至可以说，出自消极自由的行动

经常是非道德的和反道德的，因为，消极自由行

动虽然避免了自然必然性这样的外部原因的干

预，但 从 根 本 上 说，它 仍 然 是 一 种 基 于

“Ｗｉｌｌｋüｒ”①而出于准则的行动。有鉴于此，为道

德的缘故，道德哲学必须形成一个积极的自由

概念。

积极自由不仅体现出意志的一种自我抉断

能力，更重要的是，积极自由还体现出意志按照

一种普遍法则进行抉断，从而为行动提供理由的

自主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作为有理性者的

意志的一种性状，其鉴别性特征“并不是摆脱人

作为感性存在的需要的因果规定而独立（因为这

种独立关涉到自由的任意［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　ｌｉｂｅｒｒｕｍ］

概念）。它也不是全然摆脱这些需要的一种自由

（因为只有神性意志或神圣意志才被认为是独立

于这些需要的）。相反，它是一种推动作用上的

独立，也就是说，一种独立于甚至有悖于这些需

要而进行自我规定的能力”［５］。这就是说，意志

的自由积极规定，是意志的立法性。意志的自由

规定不仅表现为意志排除一切外部的原因而自

主行动，更重要的是表现为意志为自己立定一种

普遍的法则并且自主地选择它作为自己行动的

理由。意志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依照不变且普

遍有效的法则而行动的因果性。犹如阿利森所

说：“具有自律特征的意志是这样一种意志，对它

而言，存有（或能够有）在逻辑上独立于行为者作

为一 感 性 存 在 者 的 种 种 需 要 而 行 动 的 理

由。”［５］（１３９）就此而言，自律如同自由一样也是意志

的性状。更准确地说，“意志的自由只能作为‘自

律，即意志作为对自身来说的一个法则’来被理

解为积极的”［１］（２３０）。这意味着，意志自由只有在

意志自愿地接受道德法则节制时，才是可能的且

能够成为现实的。意志自由并不意味着摆脱所

有规范的限制。相反，意志自由恰恰通过接受道

德法则的节制而成为可能的。因此缘故，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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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ｉｌｌｋüｒ”是康德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在其他语言中难以对等地准确翻译的概念。据不完
全考证，这个词在中文中至少有“任性”“任意”“意愿”“抉断”“决断”“选择”“意志”“意力”等多种译法。张荣教授曾撰著专
文对“Ｗｉｌｌｋüｒ”的中文译法进行讨论，更有意义的是，张荣教授还用一个注释对“Ｗｉｌｌｋüｒ”的汉译情况进行了分析考订，有很
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参见张荣：《“决断”还是“任意”（抑或其它）？———从中世纪的ｌｉｂｅｒｒｕｍ　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 看康德 Ｗｉｌｌｋüｒ概
念的汉译》，载《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康德学者保罗·盖耶尔（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指出，康德

所给出的有关意志自由的论证，“假定意志的自

由（在实质意义上）和道德法则是相互蕴含的，我

们能够通过一个应用于我们来证明另一个适用

于我们：我们在原则上就能够通过证明我们服从

于道德法则来证明我们服从于自由意志，或者是

通过证明我们具有自由意志来证明我们服从于

道德法则”［１］（２３１）。自由与道德法则相互蕴含①这

种现象，阿利森称之为自由与道德法则循环论证

的“交互性论题（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Ｔｈｅｓｉｓ）”②。

“交互性论题”关注自由的可能性。当然，自

由的可能性不能仅仅是一种概念的可能性，它应

当能够在道德行动中实际实现出来（应该蕴含能

够）。有理性的人对道德法则及遵行道德法则的

绝对命令有着直接的意识，直接阐明了非自由的

意志一定是受制于外部因素控制的意志，而自由

的意志不仅要超出受偏好所控制的自然法则，而

且更要将自身置于道德法则的控制之下。这意

味着自由总是与理性存在者直接相关。一个有

理性者的自由是通过把自己看作理智世界的成

员来获得形而上学根基的。所以，通过区分“感

性世界”和“理智世界”就可以保证自由之于有理

性的人的现实性。这样，“康德论证了我们必须

认识到现象的自我和本体的自我的差别，我们本

体的自我也必须由一条不同于经验的法则所统

治，这样的法则只能是道德法则：我们的本体的

自我因此必须是自 由 的，由 道 德 法 则 统 治

的”［１］（２３２）。

但是，康德关于自由的形而上学论证存在着

很大的问题。康德过于关注自由的可能性，而忽

视了自由的现实性，这种关注使得康德把论证建

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自由在行动中的可能

性系于行动者的存在方式。在康德道德哲学中，

这意味着道德行为必然与人的存在状态相关。

也就是说，人若以感性方式存在，就必然服从自

然规律，受制于他律；而人若以理性方式存在，就

必然服从理性的绝对命令，并且能够直接意识到

道德法则而导出自由的实在性。这种诉求于行

为者存在状态的论证方式会带来如下双重结果：

一方面，不道德的行为总是与感性偏好相关联，

欲望原则是感性存在者的必然的因果法则；另一

方面，道德行为必然与意志自由相关联，道德法

则是理性存在者的自由的因果法则。而后一种

结果直接将归责难题呈现在人们面前：如果自由

只属于理智世界成员，如果有理性的存在者按照

道德法则行动完全出于自律意识，而不道德的他

律行为总是依据自然的感性原则，被归咎于人的

不自由的感性品格。道德法则作为命令对于感

性存在者来说，本身就蕴含着不愿意服从命令的

可能性，且在人的经验品格中有其根基。这样，

道德法则就把“强制”以命令伴随物的方式加于

感性存在者身上。而行为一旦成为一种被强制

的行为则行为的道德意义必然丧失。如此一来，

人们就必须承认，自由意志绝无可能选择违背道

德法则的行为，以败坏道德法则。自由地选择不

道德行为就是一种矛盾的说法而变得不可理解，

而人们不必对非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任也就成

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解决归责难题的先验要求

　　归责难题从内部构成对康德的自由学说的

严重冲击，康德必须给予重视。如前所述，归责

难题的产生，源自康德对自由可能性的论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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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交互性论题”同样也被康德当作证成自由可能性的论证前提。康德这样说：“人们即使看
出了一个作用因的自由的可能性，也绝不是仅仅看出了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至上实践法则的道德法则的可能性，而是完全看
出了其必然性，而人们是赋予了这些理性存在者以其意志的因果性的自由的；因为这两个概念是如此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
起，以至于人们也可以通过意志对于唯独道德法则除外的任何其他东西的独立性来定义实践的自由。”康德：《实践理性批
判》，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００页（５：９３－９４）。

参见亨利·Ｅ．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０１－３２１页。康德有关自由
与道德法则的循环论证的关键性的文本见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在该书的４：４５０部分，康德说：“我们假定自己在作用
因的秩序中是自由的，以便设想自己在目的的秩序中服从道德法则；然后我们设想自己是服从这些法则的，因为我们已经
把自由归于我们自己。”



了感性世界（现象）与理智世界（物自体）相区分

的方式。行为的道德性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相

关，而行为的非道德性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相

关。理性存在者作为自律的行动者，服从道德法

则是一种绝对无条件的命令，理性行动者绝无违

背绝对命令之可能。除非把不道德行为归责于

他律的经验意志①，在现有这种论证框架中，康

德就不可能对归责问题作出符合其道德哲学旨

趣的说明。因为，按照康德的观点，“假如一个有

理性的受造者在某个时候能够做到完全乐意去

执行一切道德法则，那么，这就会等于是说，在他

心中就连诱惑他背离这些道德法则的一种欲望

的可能性也不会存在”［６］。所以，人作为理性存

在者认自己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就同时意味着他

必然服从在自由理念中包含着的理智世界的法

则，把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法则视为绝对命令，

把行动必须出于道德法则视为自己的义务。相

反，感性存在者作为他律的行动者，其经验性的

品格使得他必然是基于自己的自然本性而行动，

因此，他律意志就是一个有条件的被动的意志，

它总是联系着法则的质料内容来决定自己的行

动。也就是说，对于他律意志来说，它是一种被

经验法则所规定的条件性意志，通过当下的感受

性将意志与法则联系起来，因此不能被看作一个

与道德相关的意志。这样一个受制于感性、受制

于经验法则而没有主动性的被动意志如何能作

出符合道德责任的行动，又如何能够要求行为者

对它的行动命令担负起道德责任呢？

退一步说，接受将道德责任转嫁给经验的他

律意志这样一种观点，似乎能够在康德关于自由

可能的现有框架内解决归责难题。但是，笔者的

分析将指出，这种解决又会造成另外的理论困

境，即把作为实践概念的自由的可能性逻辑与现

实性逻辑完全分离，使得自由成为一个空洞的先

验概念。而这一点恰恰是康德绝对不能接受的。

如前所述，康德对自由之可能性逻辑的证

成，从存在论出发，通过将自律的意志和他律的

意志分离且分别化约到不同的层面，给出了一种

形而上学解决方案。单从功能角度看，无论是从

理性层面对自律意志之特征的分析，还是从感性

层面对他律意志之特征的分析，这一解决方案均

可以分析地推出。一方面，意志自由、道德法则、

自律以及立法行动之间的同构关系，使得道德法

则和自由之间形成一种循环论证关系，既可以分

析地从道德法则中析取出自由，也可以从自由中

析取出道德法则。另一方面，被动感性、自然法

则、他律以及基于法则质料的行动之间的同构关

系，使得用感性的有条件性解释不道德行为成为

自然而然的事情，违背义务的存在论基础是因为

人的感性存在。这样，在分离框架下，理性行动

与感性行动的合法性均可以满足。

然而，按照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一个存在

者同时是理智世界和感性世界这样两个世界的

成员，意志自由所立定的行为法则作为一种命

令，应当对理性之经验性格的主体也同样具有约

束力，所以，即使“我”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也应

当服从自由理念中所包含着的道德法则，以便给

予自己的行为以道德规定，毕竟如康德所说的那

样，“知性世界包含着感官世界的根据，从而也包

含着感官世界的法则的根据”［３］（４２６／４：４５３）。但是，由

于康德先验地将理性与它的经验性格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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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士诚先生认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就坚持这种归责观点。他在论文中指出，“由
格律的无条件性指向此意志的纯粹性、法则之制定等。格律的无条件性才是道德的基础，因而证成意志之自律与自由。另
外，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另有不太起眼的论证：自由是必须的，它使归责成为可能：‘没有这……自由就没有依据
道德法则之归责是可能的了。’但自由的理性主体是不可能被归责的，被归责的只是其经验的性格，康德道：‘我们的归责只
能涉及这经验的性格。’被归责的是理性自由的经验性格而不是理性与自由自身，对应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论证，理性自
由是必须的，否则我们不能归责违反法则的他律经验意志（性格）。”陈士诚先生还抽绎出康德论证的几个要点，他归纳为：
“１．与自然之对抗与超越表示出自由的先天性———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别；２．与感性之对抗显示其伦理学性格；３．假言格
律相应于他律意志，格律形式之无条件性，普遍性与必然性等指向意志之纯粹性，自律与自由等；４．自律与自由的关系是
分析的，定言命令与他律的意志的关系是综合的；５．自由是规则的先验条件，他自身不被归责，被归责的是他律的经验意
志。”（参见陈士诚：《康德于〈单在理性范围内之宗教〉中的自由理论》，载《政治大学哲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５期，第５４页）



理性与其经验性格的主体之间的联接就不能分

析地完成，而只能通过先天（就绝对命令是先天

的而言）综合来完成。这势必会造成这样一种后

果：由于感性主体缺乏对道德法则的尊重，它的

行为或许会是合乎义务的行为，但绝不是出于义

务的行为。故道德法则与感性主体的行为之间

的综合只能借助道德法则的强迫命令来完成。

强制对于理性存在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对感性

存在者来说则意味着非道德性。正如陈士诚先

生所指出的那样：“存在层面上这先天综合亦可

以如此表示：道德上的应然涉及智思世界的成员

且同时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因而他使理性的

亦是感性的，以智思世界的成员的身份命令却以

感性世界的身份拒绝。康德亦从作为命令的应

然概念中分析出必然性（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这必

然性乃强制性（Ｎｔｈｉｇｕｎｇ）之意。但强制者与不

服从者是分别被解释的，只是一个外在的结

合———理性的是智思的，不服从理性则是感性

的。这种对主体的割裂并不能由定言令式的先

天综合来解决的，因为在拒绝义务的意志本身并

不包涵任何服从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可能性是在

于理性，是在他律意志之外的。因而康德的理解

不但未能完作主体的同一性，反而把主体割裂

了。”［７］可见，康德对自由的解决不仅没有成功为

道德奠基，反倒在不经意间为不道德行为的合理

性提供了一种辩护。

由此可知，将不道德行为化约到感性层面，

借助对感性的有条件性的分析解释违背道德法

则行为的发生，并不符合康德的本意。事实上也

是如此。笔者发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

《实践理性批判》中，道德归责问题不在康德关注

的范围之内。此时的康德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

放在解决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如何可能的问题

上。康德通过对责任行为和道德法则的纯粹理

性特征的分析，将自由设定为一切理性存在者的

意志所具有的属性，在形而上学层面解决实践的

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问题。这种解决方案由

于是将实践自由的可能性与人的存在状态相关

联，可以称之为关于自由可能性的形而上学证

明。关于自由的形而上学证明通过人的存在状

态的二元划分，在证成自由如何可能的同时，也

将潜藏在康德自己道德哲学中的问题突出了出

来。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当康德作成

此区别后，本应放弃与道德不相应的存在领域的

一切关联，随之而来应该是追问这道德领域自身

如何可能。但因为此时康德根本不承认违反义

务是德性的一个模式，只是把他从道德性排斥到

优先的制约性、现象性及意志的他律性等。康德

把道德领域归属到自我立法、自由、服从义务等，

把违反义务看成道德的彼岸，而且以存在性来解

释。因而他的自律与他律等只是现象与物自身

区分的变形而已。此时的康德并没有留意到：违

反义务的格律之采用亦必须在自动而无条件的

概念下才能成立，因而不是经验的而是先天

的”［７］（５７－５８）。如此看来，在保持道德独立于经验

的尊严的同时，人作为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既必

须对自己行动的理由给予充分的说明（服从与不

服从道德法则的根据），亦应当对自己的行动担

承完全的道德责任，就成为摆在康德面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

三、自由选择与道德责任

　　如前所述，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

《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自由可能性的探讨，取存在

论立场，即从自由与准则施予感性对象必然造成

冲突这一事实出发，将自由赋予理性存在者的意

志之上。尽管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问题

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但是，此时的康德并没有

从存在者的实践能力，即没有从行动者自由地选

择准则作为自己行动理由这种意欲能力角度去

讨论自由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这就是说，从存在

角度对自由问题的讨论所导致的道德哲学中的

归责难题，使得康德清楚地意识到，从批判的道

德哲学自身逻辑出发，只有从意欲能力角度讨论

人的道德责任问题，才能对人服从道德法则，履

行义务，或者人不遵行道德法则，做出不道德行

为这样两种冲突的道德现象给予理性的证成。

这种解决问题思路的改变，使得康德在自由问题

上不再坚持一种存在论观点，从世界的二分（感

性世界和理智世界）和人的双重存在（感性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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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出发，将遵守道德法则的行为归之于绝

对无条件的自律意志，将违反道德法则的行为归

之于有条件的他律意志。康德虽然没有放弃本

体与现象的二元区分，但是却大大降低了这种区

分的重要性。他从实践理性出发，要求立足于人

的自发性行动的抉择能力去理解自由，即从自愿

选择服从道德法则或自愿选择违背道德法则意

义上解说自由，并据之讨论道德责任。这构成了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讨论自由问题的基

础性命题，从而规定了此阶段康德讨论自由问题

的方向。

从道德行动者的自由抉择出发，讨论人的道

德责任，意味着康德对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

系以及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作出了一种新的理解。

自由指称着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

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在这里，责任的主体

是自由行动者，责任的对象是自由的行动以及自

由行动所需符合的道德法则。人的行动的道德

性是因为行动的主体自由地让行动出于道德法

则，而不道德行为同样是自由地选择不遵行道德

法则的结果。行动者违反道德法则的意志亦必

须是绝对无条件的，因为假如行为者是为条件所

制约而不自由，则其意志本身只相关于行为者的

自然本性而与道德无关，对行为性质的道德评价

就失去了可能性、价值以及意义。由此产生的直

接的理论后果至少有两个。

第一，道德行动可能的无条件性要求并不是

其道德性的必要的理性根据，履行义务作为道德

行动的根据只相关于意志与道德法则之间出自

纯粹动机的自由抉择。道德行动可能的无条件

性要求并不等同于道德的，无条件性要求只是检

视行动道德性（或者说进行道德批评）的最高条

件。行动的道德性的根据与行动者的自由选择

直接相关。

第二，行动者的善良意志是行动者选择道德

法则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的主观根据。就道德

必然要表现为一种实践现象而言，行动者的善良

意志无所谓道德不道德。道德是意志自由与道

德法则无条件地契合造就出来的实践现象，完全

是行动者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

行动是因为其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自由地服

从或不服从）而有了道德价值和意义，它与纯粹

的动机和行动的表现有关，但既不是因为纯粹的

动机（它只是道德行动成为可能的主观根据），也

不是因为行为者的行动表象（哪怕行动的表象表

现出符合道德法则之特征，如康德所说的“童叟

无欺”）而成为道德的实践现象。自由才是人的

道德行动的根据，也就是善的根据，由此决定了

行动者对其行动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

这样的两种理论后果将康德道德哲学的重

心引向如下问题：道德行动主体的意志自由与行

动选择及其责任要求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由

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

判》中已经理据充分地论证了意志自由与道德法

则之间的同构关系，给出了判定一种行动之为道

德行动的标准，所以，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

教》中，康德的主要任务是探讨人作出道德行动

选择和不道德行动选择的根据，或者说，善与恶

在人性中的根源，以便为道德批评敞开可能性，

解决道德归责难题。从道德哲学角度说，康德的

“人性论”的主题便在于此。

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人性论”是一种道德

动力学，它探究人性①中存在的驱动人们自由地

选择某种行动的主观根据。按照康德的观点，尽

管人的本性中有着朝向善的禀赋和趋向恶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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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德“对人性的理解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第一，人的本性不是就单个的具体人之本性来说的，它表达的是整个人
类作为一个族类而言所应具有的性质特征；第二，与其说人性是某种被动存在的、自然天成的纯然之物，不如说人性是人能
够主动而自由地选择成为某类存在的主观根据，也就是能够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人类行为的人之纯然天性，是人以位格存
在体形式必然能够获得的精神品质。因此，人的本性总是要从人具有主观上运用自己的自由角度来解说，因为只有自由的
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此而言，康德反对将人的本性解释为与生俱有的特性，认为这种解释将使得人的责任意识消
失殆尽。对人性进行诠释依赖这样两个基本立足点，这决定了康德对人性的诠释必然与他的意志自由理论相关，与他对道
德行为者的主体性地位的强调有关”（见拙著《绝对视阈中的康德宗教哲学：从伦理神学到道德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９１页）。



向，但是人并非天生就是善的或者恶的。善、恶

既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经验现象、一种行为

的后果，也不能想当然地被解释为人的自然本

性。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善的（或者是恶的），总是

因为这个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性质符合（违背

了）道德法则，因而让人可以理性地推论出其内

心中不仅存在善（恶）的准则，更重要的是让自己

的行为服膺于这种善（恶）的准则。可见，人们的

行为是趋善还是为恶，完全是人的自由选择的结

果。自由不仅仅是道德行动的根据，即善的行动

的根据，同时也是不道德行动的根据，即恶的行

动的根据。人对自己行动负责，意味着不仅要对

善的行为负责，也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

揭示了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

条件性联结。康德指出，善与恶实际上是一种必

须联系着人的意志自由被理解、标示人之行动性

质的概念。善指称着一种将意欲（任性）与道德

法则联系在一起而呈现行动性质之活动，恶则相

反，它指称着将行动连接到行为的主观准则之

下，使得行动表现出一种违反义务特征。由此可

以推知，行动主体作为有自由抉择能力的行动

者，它通过自由选择在意志与道德法则之间所建

立的联结是一种符合自由因果性要求的联结。

道德命令作为对被命令者的要求，被命令者完全

可以自我决定是自愿遵从，还是自愿不遵从。也

就是说，仅凭道德行动者的主体力量，就可以趋

善还是向恶。一切恶、非道德行为就像一切善、

道德行为那样都起源于自由意志的自发性（任

性）。康德本人这样说：“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是什

么？以及，他应该成为什么？是善还是恶？这必

须由他自己来造成，或者必定是他过去所造成

的。善与恶必须是他的自由任性的结果。因为

若不然，他就不能为这二者负责，从而他在道德

上就既不能是善的也不能是恶的的。”［８］如此看

来，“康德转向关注根本的恶，那是出于一种严格

的哲学理由，就是说，需要为道德自由的合理性

给出一种充分的和妥当的证明”［９］。

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充分的和妥当的证

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给予先验回答。用意志

自由解释道德行动者在行动中抉择规范的差异，

关键的一点是如何理解恶与人的自然本性之间

的关系。如果对恶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理解是

一种实在论的理解，将其解读为一个关于人的存

在属性的物理规定，那么就会把人性中的恶当作

自然事实。既然恶在人的本性中有根基，人的意

志就无力扭转恶对人的行动控制与支配，作恶就

是人的天性。于是，人就可以以自身的有条件

性、不完满性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开脱，就不必

为自己的不道德行动负责。因此，“恶的根源”既

不系于“我们的自然倾向”，也不系于“我们的理

性”［１０］。也就是说，人之恶，无非是说人意识到了

道德法则，但却把对道德法则的背离纳入了自己

的准则之下。所以，恶的根源紧紧系于我们的任

性（Ｗｉｌｌｋüｒ）①，那种可以在选项之间进行选择的

能力。就此而言，所谓人天生是恶的，意味着人

在本性上生而具有趋恶的倾向。恶不是人的一

种自然禀赋，恶是有自由意志的人自己所“赢得”

或“招致”的，是人在自己可以自由选择范围内做

成的事情，因而不是在时间序列中受因果条件所

决定的、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机械事件。由于恶

总是将道德从属于选择准则的自由意志，所以，

康德将其称为“根本恶”。而所谓“根本恶”，不过

指的是一切道德恶之可能性的根源或根据，是选

取不合乎于道德准则之可能性的主观根据［５］（２１６）。

也就是人本性中存在的一种倾向选择主观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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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著名康德哲学专家阿利森，对“Ｗｉｌｌｋüｒ”一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较为详尽地分析了“Ｗｉｌｌｅ”（意志）和“Ｗｉｌｌｋüｒ”
（任性）的区别，他指出，“Ｗｉｌｌｅ”和“Ｗｉｌｌｋüｒ”（意志和任性）是作为欲求能力的不同方面而被区分开来的。“Ｗｉｌｌｅ”是人的
“Ｗｉｌｌｋüｒ”“所面临的作为命令的种种法则的来源”，注重对各种行为准则的立法；而“Ｗｉｌｌｋüｒ”则是主体的一种选择能力
（ｆａｃｕｌｔｙ）或力量（ｐｏｗｅｒ）。“Ｗｉｌｌｅ”提供了规范，而“Ｗｉｌｌｋüｒ”则按照这种规范进行选择；“Ｗｉｌｌｅ”不关注行为，注重对各种行
为的准则的立法，规定“Ｗｉｌｌｋüｒ”实践的自发性。“Ｗｉｌｌｋüｒ”才真正涉及行动的选择即自由，是一种肯定性的能力。自律相
关于“Ｗｉｌｌｅ”，而自发性则相关于“Ｗｉｌｌｋüｒ”。从某种意义上说，“肯定的 Ｗｉｌｌｋüｒ自由概念意指其基于纯粹理性，等价来说就
是按照纯粹的 Ｗｉｌｌｅ的规定而行动的能力。可见，法则来源于 Ｗｉｌｌｅ，自律相关于 Ｗｉｌｌｅ，准则来源于 Ｗｉｌｌｋüｒ，自发性则相关
于 Ｗｉｌｌｋüｒ”（参见亨利·Ｅ．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８７－１９８页）。



作为行动根据的主观意愿，这种意愿如此顽固地

扎根在人的本性之中，以至于人类有一种来自自

身的不可遏制的违背义务而行动的冲动。

“根本恶”问题的提出表明，一方面，康德不

再像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

判》中那样，将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解读为一种

同构关系，实践理性可以基于世界的二分和人的

二分对它们进行一种先验综合，从而以相互说明

的方式完成各自的合理性论证。而在《纯然理性

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为了解决道德归责难题

不得不放弃证成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存在论

方式，转而对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采用一种实践

理性的证成方式。如此一来，康德的证成就突出

了实践主体的自发性和自主性之于实践命题合

理性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就像善是行动者的自

由选择那样，恶同样也是行动者的自由选择。行

动者是在意识到道德法则前提下，仍然有意作出

违背道德法则的事情。恶不是人的自然倾向，与

人的感性有限性无关，恶从根本上说是自由的意

志的产物（出自自由）。职是之故，恶既然是人的

自由意志的产物，那么，只要人有自由意志，人本

性中趋恶的自然倾向就不可消除，恶必然如影随

形般须臾不离人之左右，犹如人性所生而具有。

另一方面，通过对“根本恶”的批判分析，康

德对自由的理解也更加完善深刻。在第一批判

中康德将自由解释为一个先验概念，是一种超越

了自然因果限制的自发能动性；在《道德形而上

学》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自律与人的理

性存在联系在一起，是理性的人依据道德法则采

取行动的特征，而他律则联系着人的感性存在，

是感性的人依据基于自然法则之感性原则采取

行动的特征。所以，康德坚持道德性与自律意义

上的自由可以相互化约的立场，得出了“人在作

道德正确的事情上是自由的观点，甚至是不可避

免地做正确事情的观点，这是令人震惊的”［１］（２３８），

由此也将道德归责突出出来。这在某种意义上

对康德自由理论的逻辑自洽性以及现实可能性

提出了严峻挑战。于是，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

宗教》中，康德一反他在批判时期的主张，意志自

由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自由既是善行的可

能性条件，也是恶行的可能性条件。一种基于人

性之恶产生的不道德行动，出自行动者的自由抉

断，是基于行动者意志的独立的自我规定的，而

不能用意志的他律性来解释，所以，“一个伤害他

人的行为本身不是恶（譬如对他人的暴力攻击或

者语言上的侮辱等），而是恶的表现。一个行为

的后果给他人或者社会带来负面效果也不是恶

（譬如因为自己使用火种的不慎而导致火灾对他

人或集体财务的毁坏等），同样是恶的表现，它们

不过是导致恶行发生的自由任性的结果，而真正

的恶是行为者心中违背法则、执意按照准则行事

的意念，因此，恶是人心中存在的恶的准则”［１１］。

由此也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由只有作为一种

自发性力量（不受行动者的外在的条件性因素控

制或者支配／不必按照因果方式思考自由）才能

存在，它是理解行动动因的先验条件。职是之

故，自由既是服从义务行动的理性根据，同时也

是违反义务行动的动因。一切出自自由意志的

行为都是自我决定的行为，也就是人需要为之负

责的行为。

有关自由的这种新理解，将自由成就道德意

识的方式由理性对感性的命令，转换为任意性的

意愿（Ｗｉｌｌｋüｒ）对服从和不服从道德法则的自由

抉择的行动。按照康德的理解，自由抉择的行动

既与人的感性无关，也与“道德上立法的理性的

腐败”无关。自由抉择的行动只是与人的意志的

非神圣性相关。阿利森这样说：“我们只是不情

愿地（ｕｎｇｅｒｎ）服从法则这一事实不仅揭示出我

们缺失神圣性，而且也表明，我们实际上有一种

促使道德考虑服从我们作为感性存在者的需要

的偏好，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种趋向，力图让

我们自身受到爱好的诱惑或‘引导’，进而明目张

胆的违背道德律，纵使认识到道德律的权威地位

也不思悔改。”［５］（２３２）可见，人在自身中不仅有着违

背道德法则的主观可能性，也有着将这种可能性

变成现实性的自由意向，更有着作成不道德行为

的自由抉断能力。恶来自人的自由选择，使得对

人的非道德行动进行责备成为可理解的。是故，

康德证成了“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行动者是自

由的，这意味着，对于他们的道德选择和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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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准则，他们独立地承担全部责任”［１０］（３８）。

人自由地拥有选择能力，不仅将承担全部道

德责任的严格要求加于有自由意志的道德行动

者身上，更是把一种根本性的自律加于人的身

上。由于“一个违反义务可归责的主体相关到的

不是经验的表象，如爱好与快乐等，而是法则的

普遍性”［７］（７３），这势必影响到道德行动者选择的

偏向，也就是说，即使道德行动者能够选择从属

他律，他也会因为尊重道德法则而在选择上表现

出一种自主性———选择道德法则作为行动的命

令。在这个意义上，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

一种战斗，为去恶迁善而斗争。根本的自由不是

无约束的任性，而是自觉，或者自律。行动者知

道自己的选择和行动的限制，并自觉地接受限

制，即作为有限合理性的行动者，他总是选择道

德法则作为自己行动的充分动因，在自身中将自

由的自发性和自主性统一起来，并借助这种统合

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意志概念，在自由、道

德法则和责任行动之间建立一种统一的理性关

联，并从一种先验的可能性逻辑走向一种实践的

现实性逻辑。正如菲利普·Ｊ．罗斯所说：“面对

在世界和我们人性构成之间的这个‘形而上学的

断裂’，肯定我们人类理性运用的统一，这是对理

性给予我们抵抗恶之能力的承认：使恶‘有意义’

的唯一途径就是使自身投身抵抗恶的行动之中。

通过承认理性之统一，我们承认理性为我们提供

能力以预想———以及照其行动———反抗恶的方

法，这是通过把世界与我们人性中的断裂碎片整

合起来得到的，这些碎片撒在由恶所驱动试图使

世界的经验（作为自然和自由）有一贯意义的裂

缝之中。有限人类理性之统一不是简单被给予

的，也不可以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毫无困难就可获

得的；它是在人类抗拒恶的过程中不断被锻造而

成的统一。”［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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